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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
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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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从中
西部地区流入东部发达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外来人口通过与本地居民互
动，形成对自己社会身份的认同，而这一认同又会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行为产
生相应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外来人口是否认同其属于本地居民身份，藉以研
究外来人口在居住地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问题。在建立多层次广义线性模
型( GHLM) 基础上，本文对制度排斥、社会歧视、相对剥夺感和社区融合等因
素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融入 制度排斥 社会歧视 相对剥夺感 社区融合 多

层次模型

一、研究背景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我国流动人口已达约 2. 6 亿，
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16. 53%。流动人口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
之一是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人口向城镇迁移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主

要驱动力( 邹湘江，2011 ) 。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为我国社会经济
发展提供了持续的人力资源支持，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
同时，外来人口“本地化”，也就是外来人口是否能够在所居住地实现
社会融入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李培林，1996; 谭深，2003; 王春光，
2006; 李强，2011) 。
社会融入在个体层面体现出个人的社会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在

宏观层面体现出社会各个群体的融合程度。因此真正意义的社会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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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是建立在外来人口对迁入地高度的心理认同之上的。如果仅仅在
迁入地就业、生活，但是在心理上与当地居民有很大距离，对迁入地的
非功利性价值，例如本地文化和价值观，缺乏认同，则不能说明外来人

口实现了充分的社会融入，其在现居住地的社会活动也仅仅是对经济

利益追求的表现。
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制度层面

的，也有非制度层面的。同时，社会融入也是一个动态过程，外来人口
通过与本地居民互动，形成对自己社会身份的认同，这一认同又会对外

来人口的社会行为产生相应影响。正如郭星华、姜华( 2009) 在研究中
指出的，在城市化过程中，外来群体的社会认同产生分化，一部分人倾

向于认同城市社会，而另一部分人进城务工只是为了生计。因此，外来
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会采取自我隔离与积极融入两种截然不同的

适应方式。然而，何种因素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过程产生影响，则需
要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本文从外来人口是否认同本地居民身份这一
角度，研究外来人口在所居住地社会心理层面的融入问题，对外来人口

的社会融入问题从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

二、文献综述

( 一) 社会融入的界定

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原有户籍制度的逐步改革，我国社会跨区域人口

流动规模逐渐增大，流动人口数量逐渐增加。与此同时，旧有的“单位
制”逐渐为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劳动力市场所取代，导致越来越多的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居住并在当地工作和生活。因此，外来人口的
“本地化”，也就是外来人口在所居住地区的社会融入问题，引起了学界的
广泛关注和研究。外来人口的融入研究涉及到对多个层面问题的讨论。
首先，对社会融入这一概念，学界给出了不同定义。张广济

( 2010) 提出，“社会融入是指特殊情境下的社会群体，融入主流社会关
系网当中，能够获取正常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动态过程或
状态。”任远、邬民乐( 2006 ) 提出，“社会融入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
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和谐的
社会为目标”。还有学者指出，社会融合和新市民化不仅是一个地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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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和人口转移问题，更是一个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维度以
现代性为参照系、逐渐向城市范式变换的过程( 江立华，2003; 张文宏、雷
开春，2008; 毛丹，2009; 黄晓燕，2010) 。可见，社会融入这一概念的外延
比较宽泛，涉及到不同维度。综合上述观点，本文提出，社会融入概念的
核心是指社会中某一特定人群，融入社会主流群体，与社会主流群体同

等地获取经济社会资源，并在社会认知上去差异化的动态过程。
就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对象，当前大多数学者着重研究的是进城

农民工这一群体。例如，朱力( 2002) 从社会适应的角度对农民工的社
会融入进行了讨论，他提出，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的适应状况有三个依

次递进的层次，分别是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通过调查，他
认为，当前农民工的适应状况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政策性与制度性因

素阻碍了农民工适应的深入。王春光( 2006 ) 在对农民工群体半城市
化问题的研究中指出，城市化应当是经济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及
制度体系的有机整合，而当前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仅仅在

经济体系上被接纳，在其他体系上却受到排斥，在心理认同上，也缺乏

对城市社会的归属感。其他学者也分别从城市适应、社会交往、定居选
择等角度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合进行了实证研究( 张继焦，2004;
杨黎源，2007; 王嘉顺，2010; 李强，2011; 刘建娥，2011) 。与此同时，也
有学者从制度排斥、社会排斥、社会差异、社会网络等理论视角对外来
人口的本地融入问题进行了讨论分析( 胡宏伟等，2011) 。

( 二) 制度性排斥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不能融入城市社会主

要是由制度性因素导致的，而其中的核心原因是户籍制度障碍。基于
户籍制度的差异性待遇，外来人口在子女教育、社会保险、公共医疗、住
房保障等领域与本地居民有较大差异，从而导致外来人口社会融入困

难( 张展新，2007; 李强，2011) 。尽管部分外来人口有强烈的期望融入
城市，然而户籍制度却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其无法真正取得与本地

居民相同的权利。一些地方政府更对农民工的就业进行了排斥性限
制，使得外来务工人员只能通过非正式就业在城市立足( 李强，2000;
柏骏，2003; 胡宏伟等，2011 ) 。与此同时，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医疗保
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经济适用房等住房保障
制度也将外来人口排斥在城市公共资源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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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除了制度性因素，有学者还提出，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的存在也影

响着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在社会交往中，人们通常以相互之间的相
似性和差异性把交往对象区分为“我们”和“他们”，即“本群”和“他
群”。对于他群，人们往往更关注的是其与本群之间的总体差异，而忽
视了该群体中的异质性，从而产生强烈的差异感。正是在这一机制下，
社会优势群体容易对地位相对较低的群体产生社会排斥。对社会排
斥，学界给出了不同定义。李斌( 2002 ) 认为，社会排斥主要是指社会
弱势群体在劳动力市场及社会保障体系中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日益

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孙炳耀( 2001; 转自周林刚，2004 ) 把社会排斥
定义为集团垄断所形成的后果之一，并认为社会排斥的表现是权力集

团通过社会关闭来限制外来者的进入。周林刚( 2004) 认为，“……社
会排斥既是一种既定的社会机制，又是一个排斥与被排斥的动态过程

……在这种社会机制中，那些处于劣势的社会群体及个人是客体、是被
排挤的对象，而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和政策则是社会排斥的主

体、是排斥这一社会行为的支配者……社会排斥不单纯指物质层面，而
且拓展到精神心理层面和符号层面。”郭星华、姜华( 2009) 指出，社会
排斥这一概念将非经济因素纳入了对社会问题的分析框架之中，对社

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
综上，我们认为，较之制度性排斥( 例如户籍制度) ，狭义上的社会

排斥更多指的是建立在社会主导群体达成的社会偏见和社会歧视之上

的不平等的社会资源分配过程或状态。社会排斥往往最初以非制度性
形态存在，例如社会主流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污名化”描述和社会距离
的产生。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农民工群体，本地居民往往抱有偏
见和歧视，认为他们的出现影响了城市人文环境，导致各种社会问题，

并认为外来人口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地人在就业上构成了竞争。基于上
述原因，本地居民在与外来人口的交往中往往抱有一定的不满心理。
因此，现有的二元体制逐渐从一种制度安排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并

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 覃国慈，2007; 刘林平，2008 ) 。并且，
一旦社会排斥通过政策、法律形式转化为社会制度，就可以形成社会主
导群体对社会资源的排他性占有。并且，这种在一个领域的排斥或资
源垄断往往会在另一领域形成排斥或垄断，即社会排斥的“累积性”，
从而阻碍外来人口的本地化过程( 景晓芬，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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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社会差异和相对剥夺感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胡宏伟等( 2011) 指出，社会差异是影响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另一
重要因素。一方面，因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差异，我国的人口迁入地
与迁出地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有较大距离，这一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另
一方面，外来人口在现居住地，其社会参照群体变成了本地居民，在就

业、生活上往往以本地居民的标准为参考。如果两者之间有较为显著
的不同，外来人口就会感知到周围存在的社会差异，形成相对剥夺感，

进而影响其在居住地的社会融入( 许传新，2007) 。

( 五) 社区融合和社会资本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刘建娥( 2010) 在社区实务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社区层面应当及时
回应移民的普遍性需求，提供制度支持，改善政策环境，营造融入文化，

从而促进外来人口的全面社会融入。覃国慈( 2007) 提出，居住地的边
缘化对“本地人”、“外地人”这两个群体之间隔阂的产生有直接影响。
尽管与本地居民生活在同一空间，但是因为缺乏互动，从而形成“一座
城市、两个生活圈子”的现象，进而导致心态上的边缘化与身份上的边
缘化。李强( 2011) 提出，外来人口社会融入困难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人
际交往断裂和社会网络的“孤岛化”，也就是说，他们与周边的市民基
本上是没有交集的。这一状态使得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求助
的社会网络基本局限于原有的亲缘和地缘关系。郭星华、姜华( 2009)
从社会资本角度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进行了理论归纳，并指出，

社会资本理论为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解释框架。从
这一角度出发，有学者指出，外来人口通常依赖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的
社会关系网络来实现在城市的初步适应，而在其后的适应过程中，这种

原始性社会资本依然建构着外来人口的主要社会关系，从而在城市中

形成了“二元社区”( 李培林，1996; 周大鸣，2000; 谭深，2003; 张继焦，
2004; 吕青，2005; 徐祖荣，2008) 。

( 六) 问题的提出和本研究的意义

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以往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外来人口经

济、社会融入的讨论。然而，我们认为，社会融入的深化应当建立在外
来人口对迁入地的心理认同上，因此，本文将重点放在对外来人口在社

会心理层面融入问题的讨论上。只有实现了心理层面的社会认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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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人口的“本地化”过程才能得以实现，从而使社会融合和社会参与成
为可能。其次，如前所述，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大多数学者把关注的
重点放在外来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上。然而，外来人口这一概念包
含多个群体，其中既有城镇户籍人口，也有农业户籍人口; 既有已经取

得本地户籍的人口，也有未取得本地户籍的人口。在讨论外来人口的
社会融入问题时，现有研究大多限定在不具有本地户籍的农民工群体，

而忽视了那些虽具有本地户籍，但其户口是因为学习、就业、婚姻等原
因迁入本地的群体。以户籍为基准的划分方法忽视了对这一群体社会
融入的讨论，没有充分考虑到非户籍因素对这一群体社会融入的影响。
换言之，即使户口已经迁入本地，在非户籍因素的影响下( 例如社会歧

视、文化排斥等) ，获得“制度平等”的外来人口仍有可能出现社会融入
困难，并对本地身份缺乏认同。因此，本文在研究社会融入时，仅把是
否具有本地户籍作为控制变量，而非样本选择标准。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建立多层次模型，通过对数据的分析，以实

证方法研究上述各个因素对外来人口社会心理融入的影响，进而讨论

外来人口身份认知这一社会互动过程。

三、研究假设和数据

结合以往文献，本文从制度排斥、社会排斥、社会差异以及社区融
入等方面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心理融入和对本地身份的认同进行讨论。
为研究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 外来居民如果拥有本地户口，则更可能实现心理层面的社
会融入。
假设 2: 外来居民与本地居民经济、社会差距越小，越可能实现心

理层面的社会融入。
假设 3: 外来居民的社区融合程度越高，越可能实现心理层面的社

会融入。
假设 4: 外来居民所受社会排斥程度越低，越可能实现心理层面的

社会融入。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 2011 年 7 月至 11

月开展的第三次“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SS2011) 。该调查采用多

641

社会学研究 2012． 5



阶段混合概率抽样方式，抽取了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 100 个县( 市、
区) 和 5 大城市所辖的 480 个村( 居) 委会，共入户访问了 7036 位年满
18 周岁及以上的城乡居民。为研究外来人口的社会心理融入，我们选
择样本的标准是: 被访者不是在现居住地出生，而是后来迁入该地区;

并且，其出生地和现居住地不属于同一个县( 市、区) ，也就是说，受访
者是后来从本省或外省其他县( 市、区) 迁入到现居住地的。
有学者指出，外来人口是否认同自己属于“本地人”这一社会身份

可以被作为衡量其在居住地社会融入的重要标志( 张文宏、雷开春，
2008; 陆淑珍、魏万青，2011) 。本研究认同此论，并认为外来人口的社
会心理融入主要可以通过其对本地身份认同来进行测量。因此，设模
型中的因变量为本地身份认同，该变量是二分变量，如果受访者认同其

本地人身份，则赋值为 1，如果认为自己是外地人，则赋值为 0。
结合研究假设，我们分别在模型中引入制度排斥变量、社会经济变

量、社会排斥程度变量、社区融合变量，具体定义如下:
首先，本文主要以受访者是否拥有本地户口来衡量受访者是否受

到制度性排斥。尽管制度排斥还可以通过其他变量来测量，例如地方
政府对外来人口的管理模式、在就业、教育等方面的限制，然而，从模型
简约的角度，是否拥有本地户口基本能够反映受访者受到制度排斥的

程度，因为我国当前的户籍制度对公民的工作、生活各个方面都有直接
影响，例如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权益。因此用是否拥有本地户籍可以
比较充分地测量制度排斥程度。
其次，以受访者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排斥程度作为社会排斥程度的

测量指标。问卷调查问题分别涉及是否应对城市里的农村外来务工人
员数量进行控制，是否允许农村外来务工人员在城里购房，是否允许农

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城里上公立中小学等问题。上述问题分别涉及
到城市居民最为关注的几个问题，即就业、住房、教育等问题。对各项
回答的赋值情况如下: 1 =不应作任何限制; 2 =应当在一定程度进行限
制; 3 =应当进行严格限制; 4 =不应允许外来人口享受上述资源。① 在
建立统计模型时，我们将上述变量的得分相加，构成社会排斥程度变

量，用来测量受访者对“他群”的排斥程度，变量值越高，表明受访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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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群”的排斥程度越强。然后，通过对样本中县( 市、区) 的本地居民
社会排斥程度计算其平均值，构造出城市层面的社会排斥程度变量。
为了测量社会经济地位，我们采用了两个变量，一个是受访者主观

判断的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对回答分别赋值为: 1 =上层; 2 =中上层; 3
=中层; 4 =中下层; 5 =下层，在分析中该变量为定序变量。与此同时，
我们还从客观角度测量了受访者的家庭年收入与本地居民家庭年收入

之差。引入这两个变量可以为我们研究社会差异和相对剥夺感对外来
人口本地身份的认同提供现实依据。
对社区融合程度的测量，主要是询问受访者是否了解其周围邻居

的基本信息，是否到邻居家做客、吃饭，以及是否在有各种困难时向邻
居求助等共 10 个问题。上述问题分别从浅层次的物质交换到深层次
的情感交流，全面测量了受访者对邻里的熟识程度，以及在其所居住的

社区小环境中的融入程度。通过对上述变量的得分进行相加，我们得
到社区融合程度这一变量，受访者在该变量上得分越高，表明其在所居

住的社区融合程度越高。① 与此同时，我们还加入了受访者在该社区
居住时间这一变量，因为居住时间可能对受访者对现居住地的心理认

同和依附有所影响，因此应当通过统计模型进行分析。
另外，在统计模型中，我们引入了性别、年龄( 以及年龄的平方

值) 、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居住地类型、工作类型作为控制变量。
在城市层次，我们加入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本地人对外地人的社会

排斥程度，另外还加入了各省人均 GDP，外地人与本地人平均家庭收
入差异，以及该城市的外来人口是否超过 25%的哑变量( 具体变量定
义见表 1)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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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尽管以往研究表明，外来流动人口有聚集居住的倾向( 魏立华、阎小培，2005; 覃国慈，
2007) ，尤其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城中村”，因此外来人口居住的社区可能
会以非本地人为主，从而使得我们对社区融合变量的测量出现偏差。也就是说，尽管被
访者在以社区邻里为核心的社会资本一项上得分较高，但是其居住环境可能是以其他非

本地居民为主，因此该项得分较高并不代表其在居住地与本地居民之间有较强的社会联

系; 相反，较高的得分表明其社会网络仅仅局限在“本群”，而非由本地居民构成的“他
群”。然而，数据分析表明，样本中仅有 6． 5%的受访者居住在“城中村”这一类型的社
区，城市中的其他外来人口大多居住在普通居民社区，因此以社区邻里为核心的社会网

络有较强的异质性，从而保证了“社区融合”这一变量测量的有效性。
根据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外来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



表 1 模型变量说明

个体层次变量

类别变量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是否认同是本地人
( N =1125)

教育程度
( N =1171)

是本地人 700 62. 22 未上学 108 9. 22

不是本地人 425 38. 78 小学 210 17. 93

初中 320 27. 33

工作类型( N =673) 职高、技校 101 8. 63

目前从事非农工作 543 80. 68 高中 130 11. 10

非农工作为主，同时也
务农

16 2. 38 大专 136 11. 61

务农为主，也从事非农
工作

10 1. 49 大学 140 11. 96

目前只务农 104 15. 45 研究生 26 2. 22

是否已婚( N =1170) 是否有本地户口
( N =1171)

已婚 126 10. 76 有本地户口 685 58. 50

未婚 1044 89. 54 没有本地户口 486 41. 50

居住地性质( N =1107) 性别( N =1171)

市 /县城的中心城区 618 55. 83 男性 691 59. 00

市 /县城的边缘城区 202 18. 25 女性 480 41. 00

市 /县城的城乡结合部 79 7. 13

市 /县城区以外的镇 21 1. 90

农村 187 16. 89

连续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年龄( N =1171) 48. 34 17. 88

年龄平方( N =1171) 2656. 27 1850. 4

在本地居住时间( N =1165) 15. 15 16. 01

社区关系( N =1163) 15. 42 3. 32

与本地人家庭年收入之差
( N =1076)

400. 43 182813． 3

城市层次变量( N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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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平均值 标准差 频数 百分比

人均 GDP 38267. 15 15460. 64 外来人口是否超过
25%的城市

本地人与外地人平均家庭
年收入差异

－ 5880. 97 24668. 78 外来人口未超过
25%

83 95. 40

本地人对外地人的社会排
斥程度

3. 79 . 48 外来人口超过
25%

4 4. 60

四、模型和分析

( 一) 外来人口本地身份认同的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

本文首先采用了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方法( binary logistic re-
gression) 。在模型中，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可以分析因变量在各个
类别之间发生转变的概率。也就是说，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我
们可以对某一特定自变量对因变量变化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检验本

文提出的研究假设。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中发生比率( odds ratio) ，
即 exp !，表明当自变量取值每增加一个单位时，属于该组的发生比率
是属于参照组的发生比率的 exp !倍，分析结果见表 2。
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就控制变量而言，性别、居住地类型、工作类

型、婚姻状况对外来人口的本地身份认同没有显著影响，而教育程度则
与本地身份认同有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教育程度每增加一个层次，外来人口认同本地身份的发生比是不认同

本地身份的 1. 157 倍( ! = 0. 146，p ＜ 0. 05 ) 。而年龄对外来人口本地
身份认同的作用则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首先，年龄每增加一岁，外来
人口认同本地身份的发生比是不认同本地身份发生比的 1. 196 倍( !
= 0. 179，p ＜ 0. 05) 。然而，在统计模型中加入年龄平方这一变量后，
我们发现，年龄平方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 0. 002，且在 0. 05 水平上显
著，也就是说，年龄和本地身份之间呈现倒 U型曲线关系，年龄较大的
群体和年龄较小的群体，较之中年群体，对本地身份的认同程度都

较低。
其次，就是否拥有本地户口这一变量而言，我们发现，拥有本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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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外来人口本地身份认同的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 显著性 Exp( B)

居住地性质 . 125 . 106 1. 396 . 237 1. 133

工作类型 . 013 . 176 . 005 . 942 1. 013

年龄 . 179 . 073 5. 967 . 015 1. 196

年龄平方 － . 002 . 001 3. 860 . 049 . 998

性别 － . 315 . 241 1. 716 . 190 . 730

是否已婚 . 026 . 444 . 004 . 953 1. 027

教育程度 . 146 . 074 3. 912 . 048 1. 157

本地户口 1. 947 . 256 58. 041 . 000 7. 008

在本地居住时间 . 057 . 017 11. 185 . 001 1. 059

社区融合 . 068 . 039 3. 037 . 051 1. 071

社会地位主观认同 － . 288 . 138 4. 358 . 037 . 750

家庭年收入与本地人平均家庭年
收入差异( 标准化)

. 036 . 075 . 233 . 629 1. 037

常数项 － 5. 588 1. 679 11. 071 . 001 . 004

－ 2 Log likelihood 471. 479

Cox ＆ Snell R Square . 401

Nagelkerke R Square . 539

口的外来人口认同本地身份的发生比是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人口的 7
倍( ! = 1. 947，p ＜ 0. 001 ) 。这说明，户籍制度对外来人口的本地身份
认同有着显著作用，从而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 1，说明户籍制度的确
是外来人口实现心理认同的重要障碍之一。正如有关学者指出的( 张
展新，2007; 李强，2011) ，户籍制度与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制度紧密
相关，户口这一标签通常会被泛化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导致相当数

量的外来人口对所居住地缺乏心理认同，存在“漂泊”心态，从而使户
口成为外来人口自我认知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
再次，模型显示，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平均收入差异，也就是客

观上的经济地位差异与其本地身份认同有着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说，
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平均收入差异越小，其认同本地身份的可能性

也就越高，这基本符合其他学者的观察( 刘建娥，2011; 胡宏伟等，
2011)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客观经济地位差异这一变量并不具备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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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上的显著性( p = 0. 629) 。与之相对，受访者的主观社会地位评价这
一变量的系数为 － 0. 288，且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p = 0. 037 ) ，这说
明，外来人口的社会地位主观评估每下降一个档次，其认同本地身份的

发生比是不认同本地身份发生比的 0. 750 倍; 换句话说，社会地位自我
评估越低的外来群体，其认同本地身份的可能性也就越低。这表明，客
观经济差异本身虽然对外来人口的身份认同有一定影响，但心理上的

“相对剥夺感”才是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的重要形成机制之一。对外来
人口而言，其“相对剥夺感”是与本地居民相比较的结果，这种心态不
仅仅是由于客观经济条件差异造成的心理预期落差，更是因为制度性

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所导致的主观心态。“相对剥夺感”越强烈，外来
人口就会越认同“外地人”这一处在相对剥夺地位的社会身份。因此，
“相对剥夺感”是强化本地人和外地人身份差别的重要机制，这部分支
持了我们提出的假设 2，即外来人口主观认知的经济社会差距越小，越
可能实现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
从社区融合角度看，我们发现，首先，在本地居住时间每增加一年，

其认同本地身份的发生比是不认同本地身份发生比的 1. 059 倍( ! =
0. 057，p ＜ 0. 001) 。这符合我们的一般认知，即在现居住地居住时间
越长，越有可能认同本地身份。另外，社区融合程度变量对外来人口的
本地身份认同也有显著作用( ! = 0. 068，p ＜ 0. 05 ) ，社区融合程度越
高，在居住地拥有的社会资本可能越丰富，外来人口越有可能认同于本

地身份，从而支持了假设 3，也印证了以往的研究结果( 邵彩玲、张洪
杰，2011) ，即社区融合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实现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
综上，通过该模型，我们可以看到，－ 2 倍对数似然检验值( Log

Likelihood) 和各项调整后的 R2参数体现出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例如

模型的 Nagelkerke 指标说明该模型可以解释因变量 53. 9% 左右的
变化。

( 二) 外来人口本地身份认同的多层次广义线性回归模型( Generalized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对二分变量作为因变量的模型，传统 logit回归模型在处理多层次

结构的数据时存在很大局限性。在社会科学中，很多问题都体现为多
层次的数据结构。如果在对个体进行研究时，没有考虑到变量施加影
响的层次，忽视了数据之间的嵌套关系，并简单地将具有高层次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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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放在个体水平进行分析，则会因为高层次变量之间存在的同质性

而违背统计估计中的基本假定，从而对参数估计产生影响( Kreft ＆ De
Leeuw，1998; Snijders ＆ Bosker，1999; Raudenbush ＆ Bryk，2002) 。
在本文中，当我们假设外来居民所受到的社会排斥对其本地身份

认同有影响时，一般回归模型无法进行多层次分析。首先，数据中的受
访者来自不同城市，因此城市层次的宏观变量分布情况有所不同。在
这种情况下，不同城市宏观层面的特征对居民的社会排斥感会产生结

构性的影响。其次，因为我们假设每个“外地人”都生活在以“本地人”
为主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外来人口感受到的社会排斥并不一定是以被

歧视经历的显性形式存在的，而更有可能是以基于本地居民歧视心态

产生的隐性形式存在的。因此在建立模型时，这种隐性的社会排斥不
能直接作为个体层次变量而应当作为高层次变量进行分析，从而得到

无偏且最有效的参数估计。缘此，本文引入有随机效应的多水平 logit
模型，建立随机截距模型，允许城市之间的回归分析在截距上存在差

异，从而分析社会排斥等地区特征变量对因变量的独立影响。
基于研究假设，在控制变量之外只加入与各假设有直接理论相关

的解释变量，以避免过多变量可能对参数估计造成的影响。具体而言，
在多层次模型中，因变量仍是受访者对其本地身份的认同。性别、年龄
( 以及年龄的平方值) 、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居住地类型、工作类型仍
然作为控制变量。自变量则分为个体层次和城市层次两类，其中个体
层次的变量与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基本相同，仅为模型简约原则去

掉了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收入差异这一不显著的变量。在城市层次引
入的自变量有: 各省人均 GDP、外地人与本地人平均家庭年收入差异、
本地人对外地人的社会排斥程度、城市的外来人口是否超过 25%等变
量( 见表 3) 。模型描述如下:

1．基本模型
在建立多层模型中，首先建立虚无模型( null model) ，即除截距以

外不包括其他任何变量的模型，以与本研究建立的模型进行比较，通过

拟合程度来对模型进行评估。
虚无模型( null model) :

log pij

1 － p( )
ij

= Yij = β0j 其中: β0j = γ00 + εij

经过计算，虚无模型中随机部分方差为 0. 3436，并且在 0. 001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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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上显著。另外，通过计算，组内相关系数( intra-class correlations) 是
0. 1038。这表明，在不加入任何解释变量的情况下，城市层次的方差占
所有方差之和的 10. 38%，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城市之间存在一定程
度的区域性差异。

2．多层次模型
首先，个体层次的统计模型如下:

log pij

1 － p( )
ij

= Yij = β0j + Σ βij Xi + εij

其中，βij是个体层次的回归系数，Xi为个体层次自变量向量，εij是

个体层次的城市 j中个体 i未被方程解释的残差。
其次，城市层次的统计模型为:

β0j = γ00 + Σ γ0k Zk + μ0j

βij = γi0

其中，γ0k 是城市层次变量的回归系数，Zk 为城市层次自变量向

量，μ0j 是城市层次的残差。从城市层次的模型可以看出，本研究中只
有截距项可以随机变动，而每个城市的回归系数则是相同且固定的，其

原因主要为，对于个体层面的变量，如居住地性质、工作类型等，并没有
充分理由来假定宏观层面的特征对其会产生结构性影响。同时，建立
多层次模型主要是研究社会排斥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出于模型简约的

考虑，从而忽略个体层面变量系数的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见表 3。
从模型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个体层次，社会地位主观认同与外来

人口的本地身份认同有显著相关关系，即受访者感受的在当地的社会

地位越高，越有可能认同本地人身份。除此之外，拥有本地户口、在本
地居住时间越长、社区融合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认同属于本地人身份。
在宏观层次，引入城市层次变量后，我们发现，社会排斥程度变量对外

来人口的本地认同有显著作用( ! = － 0. 602，p ＜ 0. 05 ) ，也就是说，在
社会排斥越严重的地区，外来人口的本地认同程度越低。另外，通过模
型计算出的本地身份认同的概率值，我们发现，北京、上海、广州以及浙
江等发达地区的本地身份认同概率值较低，同时，这些地区的社会排斥

得分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上述数据支持了我们提出的社会排斥对外
来人口在居住地实现社会融入起负面作用的假设。
总体而言，本文所建立的多层次模型与虚无模型相比，在拟合程度

上有较大的提高，通过计算，McFadden's Pseudo R2为 0. 677。同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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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加入城市层次的变量，模型对外来人口的本地身份认同有了更好的

解释力。模型的随机方差部分为 0. 103，该指标反映了模型的随机截
距方差相较于虚无模型的变化程度，也就是说，较之虚无模型中的随机

方差部分( 0. 3436 ) ，该模型的各个层次变量总共可以进一步解释
70. 02%的随机方差变化。

表 3 外来人口本地身份认同的多层次回归模型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显著性

个体层次变量

居住地性质 . 098 . 079 . 211

工作类型 － . 089 . 194 . 648

年龄 . 171 . 058 . 004

年龄平方 － . 002 . 001 . 022

性别 － . 272 . 185 . 140

是否已婚 － . 071 . 541 . 896

教育 . 156 . 068 . 021

本地户口 1. 880 . 201 . 000

在当地居住时间 . 052 . 014 . 001

社区融合 . 074 . 034 . 030

社会地位主观认同 － . 291 . 116 . 012

城市层次变量

截距 － 2. 627 1. 822 . 154

人均 GDP . 000 . 000 . 809

外地人与本地人平均家庭年收入差异( 非标准化) . 000 . 000 . 854

外来人口是否超过 25%的城市 . 432 . 437 . 327

本地人对外地人的社会排斥 － . 602 . 259 . 023

五、总结与政策建议

结合上述模型，笔者认为，外来人口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是其与当

地社会主流群体在获取经济社会资源的结果上的比较而形成的心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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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和判断，其结果可以通过对其本地身份的认同来进行衡量。这
一过程不仅是个体主观情感认知的过程，更是一个在居住地的“再社
会化”过程。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外来人口对个体社会身份的选择受
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因素，也有个体特征性

因素。数据表明，除了年龄、文化水平、在本地居住时间等因素，户籍制
度、社会排斥和社会差异，以及社区融合等因素会直接影响到外来人口
的自我认同。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 一) 改革现行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从根本上剥夺了公民共享城市资源的权利，造成了社会

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阻碍了社会阶层的地位流动，以政策形式肯定

了社会不公正的合法性。与此同时，户籍制度还造成了外来人口在社
会融入过程中的心理上的“天花板效应”。换句话说，户籍制度本质上
是一种身份制度( 李强，2004 ) ，当外来人口的身份被严格地通过户籍
制度所限定时，其心理上的社会融入动机则会受到削弱。即使外来人
口长时间生活在现居住地，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逐渐与当地
人趋同，与本地人已经没有很大区别。但是，由于户籍上的差异，他们
认知的身份却依然是外来人口。并且，户籍上的本地化并非通过个体
努力能够改变，而是制度安排的问题。因此，个体在心理上会对这种制
度上的障碍有较强的认同，从而主动放弃融入这一选择。这种情况在
大城市尤为明显。正是户籍制度使得一部分外来人口形成心理上的融
入“效能感”降低，从而选择主动隔离和不融入，在其现居住地抱有一
种“暂时性”的心态。因此，政府部门应该不断通过制度创新使户籍政
策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通过推进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寻求公
正公平这一理念与现实发展状况的平衡点。在提高城市发展水平的同
时提升城市服务水平，拓展城市容量，从而消除“本地人”与“外地人”
虽同处于一个城市空间，却在制度层面和心理层面相互隔离的现象。
此外，应当通过推进经济改革，从根本上消除因二元社会结构和区域发

展不平衡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只有缩小地区差异、逐步推进户籍制度
改革，才能真正实现建立公平社会、和谐社会的理念，为实现外来人口
的社会融入提供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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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避免歧视性政策对外来人口的排斥作用

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因为地区发展不平衡，要求城市本地居民

在短时间内改变对外来人口的态度是不现实的。然而，当前迫切需要
转变的是一些地方政府以政策形式造成的制度性歧视和机会排斥。一
些地方政府面对城市就业、教育、生活资源紧缺的情况，没有寻求合理
的解决方案以增加城市容量，而是希望通过出台限制性政策，建立歧视

性门槛，从而保护本地居民的利益。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对外来人口的
就业范围采取“集体排斥”的强制性规定，使得外来人口只能通过非正
规就业谋生，在城市中从事低端体力劳动。尽管这一措施可能在短时
间内能缓解本地居民的就业压力，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一方面

不利于本地建立良性竞争的、充分市场化的人力资源市场，进而阻碍中
高层次人才流入当地，妨碍地方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对外来人口采取
的“集体排斥”政策，往往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就业限制政策不仅难
以真正限制外来人口流入本地，而且“集体排斥”政策通常促使外来人
口集中在非正规就业市场，使其丧失了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而容易引发

基于不平等感受的群体意识，使原本可以通过常规社会管理手段解决

的问题逐渐积累并激化。长久以往，“集体排斥”政策可能对当地的社
会管理造成负面影响，对当地的社会治安造成隐患。

( 三) 大力弘扬、提高城市平等包容的公民精神
在现阶段的城市化过程中，大规模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和经济发达

地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城市原生态的“本地居民”应当采取理性的
态度面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扩容和城市资源紧张问题。在这一
过程中，外来人口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城市劳动力短缺问题，促进了城

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城市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当然，不可否认，外
来人口的确打破了原有城市资源的分配格局，造成城市资源的紧张。
另一方面，外来人口在居住地的融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必

然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正如郭星华、姜华( 2009 ) 指出的，如果处于相对强势的本地居民

长期对外来人口采取排斥的社会心理，并形成群体性意识，则可能使得

这种社会排斥从个体性排斥发展为群体性排斥、从隐性的心理排斥外
化为显性的行为排斥、从被动隔离型排斥转化为主动拒绝型排斥。与
此同时，群体间的排斥具有一定的社会累积性和代际传承性，而如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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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排斥的主体处于强势地位，这种社会排斥则可能演化为污名标签和

制度性的社会资源垄断，从而使得社会排斥取得合法性，并演化为新的

社会不平等机制。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就要求我们在流动人口比重较大的城

市弘扬平等、包容的公民精神。这种精神是一个城市的人文现代化程
度和市民精神风貌的深层次的社会意识，是城市精神文明软实力的集

中体现。以往研究表明( 肖红缨，2004 ) ，通过弘扬这种精神可以有效
建立起城市的核心价值观，提高社会凝聚力，促进不同群体的社会融

入。因此，在我国迅速城市化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城市基础设施的硬件
建设，更应当注重培养市民平等宽容、相互尊重的精神涵养，树立共同
追求和现代性基础上的平等、包容的价值观体系，使城市社会形成有机
整体，促进发展合力。

( 四) 加强社区建设，发挥社区整合社会资源和促进社会融入的功能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社区建设也自然成为城市建设

的有机组成部分。充分发挥社区的社会组织功能，避免社区仅仅成为
“睡城”，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融入、维护社会稳定都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有关研究显示，融洽的社区关系和较高的社区融入水平
不仅增强了社区居民之间的情感交流，更有助于加强居住在该社区的

外来人口的社区归属感，从而提高其对本地身份的认同。换言之，社区
融入是社会融入的重要环节，它使得外来人口对所居住城市的认同不

仅仅停留在该地区可能带给个体的经济利益，更能使外来人口认可所

居住地区给其带来的社会价值和情感价值，从而促进其进一步参与当

地的社会建设。实现外来人口本地化这一情感认知过程，是现代城市
中社会融合作用的意义所在，因此应当确保城市化过程不仅是简单的

高楼大厦的建设，更是社会各阶层相互融合、逐步缩小差异的过程。
进一步讲，社区资源中社会资本的建构是外来人口社会资源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城市社区中，如果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抱有消极的刻
板印象，外来人口也对本地居民抱有较强的疏离感，两个群体则有可能

逐渐形成封闭的社会交往群体，使得外来人口逐渐被排斥在本地居民

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外，这不仅影响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入，更易导致我国

的城市化发展与社会各个阶层融和进程出现不匹配的情况。因此我们
要充分重视外来人口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的社会资本建构，加强社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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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发挥社区整合社会资源、促进社会融入的功能。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的推进，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

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口在其现居住地长时间居住，有了稳定的工

作和生活，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认同“本地人”这一身份，没有实现心
理上的融入。而只有实现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外来人口才能更加积
极地加入到城市建设中，才能更广泛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

中，从而实现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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